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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全球公认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至今难以达成的原因在于对分配公平性的分歧，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碳排放权分配公平性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碳排放权分配历经从国际公平到人际公平、从结果公平到过程公平、从排放公平到发展公平的演化。借鉴当前研究成果，本文得到如下启示：人均累积碳排放、基本需求碳排放和碳预算总量是公平分配的必要要素，碳排放权分配公平性应在碳预算总量约束下，以基本需求碳排放为基准，满足人均累积碳排放均值趋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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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Inspiration on Equity Evolution
 in Allo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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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asn’t an allocation plan of carbon emissions right which was approved by everybody so far. It was because of divergence about equitable allocation. Carbon emissions right was a new right, and its equitable alloc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dispute. This paper reviewed references and observed that equity had evolved from international to individual, from result to process, from emission to development. These researches were a good revelation: it was necessary to include cumulative carbon emissions per capita, basic needs’ carbon emissions and total carbon budget for equitable allocation. Firstly, allo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right should be under total carbon budget constraint. Secondly, when carbon emissions could satisfy basic needs, it began to accumulate. Finally, the mean value of cumulative carbon emissions per capita was 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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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碳排放权的分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为它涉及公共资源的配置和发展的问题。虽然限制碳排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但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又有效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仍然难以达成一致。究其原因，在于碳排放权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从研究碳排放权的分配开始，公平性就是一直在追求的，然而在已提出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中各利益方始终都会有某一方或某几方觉得是不公平的，这其中有对公平分配的认知不同[1]，更重要的是，碳排放权的分配目标是符合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即控制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和探讨一种可持续地经济发展方式或者是改变现在这种不可持续地经济发展方式以应对气候变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关系到各个国家各自的经济利益，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2-6]，或者更确切地说，碳排放权的分配直接关系一个国家从现在起到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发展空间。因此，围绕碳排放权分配的争论、协商与探讨，集中于对分配公平性的研究，而对公平性所产生出的不同理解或分歧实质是内含了对国家经济发展权益的论争。

2 概念的提出
碳排放权（即温室气体排放权的简称）是一种人类对大气容量的使用权，具体表现为权利人以排放温室气体的方式对大气容量所享有的使用权利。碳排放权引起关注起因于人类社会开始密切注意全球气候的变化，在19世纪有科学家指出持续燃烧煤炭可能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进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观点才逐渐引起重视，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1992年签署以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为目的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并在其后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中确立了碳排放权[7]。所以，碳排放权是在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异常变化的背景下、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体系下提出的一种新型权利。
清晰碳排放权的提出在于为碳排放权的公平分配明确以下两个观点：
第一，碳排放权的提出使得大气容量由原本的公共免费物品转变为当前的稀缺经济资源，并且这种转变是在意识到大气容量被过度使用而引起全球气候异常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时间还不太长，但大气容量被当作是公共免费物品无偿使用却在转变之前持续了相对较长的时间。大气容量本身属于公共资源，长久以来在传统经济体系中被当作是免费物品不具产权特征。人类对大气容量的使用一直是存在的，这种使用权利以一种习惯的形式存在而被忽略[8]；自工业革命开始以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方式对大气容量的使用尤其加剧，由于大气的全球一体和流动特性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滞留原因，当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不管所处何地累积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达到一定的数量/浓度时，就超出了大气容量的承载能力，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而当前的经济发展对大气容量的需求又是有增无减，于是大气容量的资源稀缺性特征显现，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被提出。
第二，碳排放权的提出符合全人类的共同意志，反映了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地探索一种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达成的共识，但是，在对待碳排放空间设定的问题上，各国因经济发展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不同而态度不一[9]，碳排放权的分配更多地是体现出发达国家的话语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一直在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很多规则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碳减排谈判议程主要是由发达国家设定的[10]，最初的一些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也是由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或者学者提出。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占据着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的优势地位，于是以限制碳排放为约束大力提倡发展低碳经济模式，并视低碳经济为其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发展中国家却尚未或正在进行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未来对碳排放的需求必呈增长趋势。现实中存在的两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今天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二百多年间碳排放的累积效应造成的，即发达国家长期无限制地碳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二、当前的不断增长的碳排放大部分是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快速地经济增长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加剧碳排放增长的事实。
3 演化过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首次确立了以公平性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基础的碳排放权分配原则，从那时起碳排放权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历经从国际公平到人际公平、从结果公平到过程公平、从排放公平到发展公平的演化过程。
3.1 从国际公平到人际公平的演化
碳排放权分配的公平性最早体现的是一种国际公平，即以国家为单位来公平地分配碳排放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典型的国际公平，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碳排放总量，要求在公平的基础上，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公约附件Ⅰ缔约方（主要是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碳排放总量比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2%，具体为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必削减，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分别可增加10%、8%和1%，而发展中国家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目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暂不承担减排义务。国际公平原则主要得到了发达国家的认同，在欧盟方案中，对民用、重工业、电力等不同部门设置碳减排目标并归总为国家目标，2020年碳减排20%，2030年碳减排30%，2050年碳减排50%[11]。美国作为退出《京都议定书》后的替代，提出强度目标方案，主张以能源碳排放强度为核心原则，碳排放权分配与国家经济规模相联系[1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CP）方案要求，发达国家在2012-2015年达到峰值，2020年比1990年碳减排30%，2050年碳减排80%；发展中国家2020年达到峰值，2050年比1990年碳减排20%[13]。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方案以2000年为基准年，2030年全球碳减排3%，其中OECD国家减少18%，金砖四国增加13%，其他国家增加7%；2050年全球碳减排41%，其中OECD国家减少55%，金砖四国减少34%，其他国家减少25%[14]。澳大利亚Garnaut方案以2001年为基准年，提出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日本、欧盟25国2020年比2001年碳减排25%-45%，2050年碳减排82%-90%；发展中国家2020年比2001年增长85%，2050年减少14%[15]。
国际公平区分了不同国家间的国家碳排放总量，根据共同有区别的责任和能力分配碳排放权，反映出国家层面的公平性。由于各个国家人口基数不同，甚至相差很多，导致各国间不仅碳排放总量存在差异，而且人均碳排放存在更大的差异，Heil、Duro等分别利用Gini系数和Theil指数方法测度了国家间人均碳排放的不公平性[16-18]，因此建立在国家碳排放总量基础上的国际公平会产生人与人个体之间的不公平，于是，印度学者提出根据国家的人口总数来平均分配碳排放权[19]，坚持各个国家的人均碳排放在未来达到趋同的方案[20]。以人均碳排放指标来进行碳排放权分配是建立在个体对大气容量使用权益相等的基础上，反映出人际公平的原则，得到了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一致认同。中国清华大学学者坚持人均碳排放的分配原则，以2000年为基年的人口作为分配基准，分摊2000-2100年全球允许的总碳排放，并以2100当年各国按人口分摊的允许碳排放为约束[21]。斯特恩报告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相等方案的代表，提出到2050年各国人均碳排放2吨的目标[22,23]。英国全球公共资源研究所（GCI）的紧缩与趋同方案，根据温室气体浓度控制目标确定未来的碳排放轨迹，在全球碳排放总量下降的前提下，按照人均碳排放趋同的方法分配碳排放权，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逐渐下降，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逐渐上升，到未来某个时点各国的人均碳排放达到一致[24]。

国际公平原则以国家碳排放总量作为碳排放权分配的测算依据，只看到了国家间在总量上的碳排放差异，却忽视了各国在人均水平上碳排放的更严重失衡，有一定的局限性；从国际公平到人际公平的演化，尊重了每一位地球公民都应该公平地使用地球大气容量空间——碳排放权的事实，以人均碳排放指标来进行碳排放权分配的人际公平原则体现了真正的公平含义。
3.2 从结果公平到过程公平的演化
相比较于国际公平，人际公平更具公平含义，但无论是代表国际公平的以国家碳排放总量分配碳排放权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还是代表人际公平的以人均碳排放指标分配碳排放权的趋同方案，二者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个国家当前的碳排放权是由各个国家当前的实际碳排放水平决定的，即各国在当前的实际碳排放基础上，发达国家逐渐降低碳排放，发展中国家逐渐升高碳排放，直到未来某时点各国碳排放水平相同。这些延续现在的碳排放状态而只在未来达到碳排放相同的分配方案实际上只反映了一种结果公平，换句话说，默认了在实现碳排放相同的过程中碳排放权分配的不公平，承认了各国历史碳排放差异的合理性。
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有一定的寿命期，现存温室气体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所排放，而造成今天的气候变化主要是因为碳排放的累积效应，从这一视角出发，巴西提出基于历史碳排放责任的巴西提案[25]。有效碳排放构成巴西提案的基础，某一时期的有效碳排放是这一时期内每年人为净碳排放在这一时期末造成的地表温度增加，这样就连接了碳排放与地表温度增加变量，碳排放权分配将依据历史碳排放和现在碳排放对气候变化造成影响的大小。巴西提案首先确定UNFCCC附件Ⅰ国家总有效碳减排目标，然后根据不同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历史贡献来进行碳排放权分配，各国碳排放数据采用历史累积的方法计算得到，工业化越早的国家相对历史贡献越大，由于考虑了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历史责任，巴西提案具有了更多的科学性，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巴西提案在人际公平方面存在不足，只考虑了国家的碳排放总量，而没有考虑人均碳排放[26]。在巴西提案和人均碳排放基础上，2008年12月在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代表首次提出“人均累积碳排放”概念，人均累积碳排放成为我国学者的主流观点，中国提出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基本是基于人均累积碳排放的原则。

清华大学何建坤、陈文颖等基于人均累积碳排放在紧缩与趋同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两个趋同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主张不但各个国家在未来某一时点（如2100年）人均碳排放要实现趋同，而且从过去到未来某一时点的这个时间段内（如1990-2100年）各国人均累积碳排放也要实现趋同[27-30]。但是因各国发展阶段不同，以相同时间起点作为基准年的两个趋同方案仍然会形成两类国家在人均累积碳排放上的不公平性，李开盛等提出的基于工业化进程的动态二个趋同法对两个趋同方案中的基准年加以修正，不以具体的哪一年作为基准年，而以不同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作为起点[3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以人均累积碳排放相等的原则提出建立国家碳排放权账户方案，并对其实行滚动核算，各国的初始碳排放权由按人均累积相等原则分配的应有历史碳排放与实际历史碳排放的差值再加上按人均累积相等原则分配从当期到未来一时点的碳排放预算确定，国家碳排放权账户方案包容、鼓励碳减排措施，各国碳排放账户预算可以逐年动态变化，只要在目标年国家碳排放权账户达到非负即可，而不要求目标年各国人均实际碳排放相等和截止到目标年各国人均累积实际碳排放相等，这样有利于碳排放空间的优化配置和促进技术进步[32,33]。
结果公平原则主张按照各国当前的碳排放水平进行排放权分配，默认并固化了现有碳排放格局的合理性，但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占据了不合理的大量碳排放空间，Raupach通过计算得出18世纪中叶至2004年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累积碳排放总量仅占23%[34]，滕飞等计算了1850-2006年的国际碳基尼系数达到0.7，即70%的碳排放空间是不公平分配的，主要被发达国家过度占用[35]。从结果公平到过程公平的演化，尊重了碳排放权分配开始重视历史责任的事实，反映过程公平的人均累积碳排放指标，揭示了不同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历史责任差异，更能准确地体现公平的含义。
3.3 从排放公平到发展公平的演化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下，碳排放尚未与经济发展脱钩，一国的人均碳排放水平与其对化石能源的消费状况和工农业生产活动尤其是工业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证研究显示，工业化越发达的国家，其经济能力越强，人均收入越多，相应地造成的碳排放也越大[36]，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碳排放权分配就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典型的如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学者提出的温室气体发展权（GDRs）框架。GDRs框架基于各国有区别的责任和相应的能力定义了一个国家的总责任（R）——累积历史碳排放、总能力（C）——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GDP、以及加权的责任能力指数（RCI），以此来进行碳排放权分配[37]；其主要思想是以人均收入差异来赋予富人和穷人不同的碳排放权，认为只有富人才有责任和能力进行碳减排，主张以收入水平为标准设置发展阈值，在阈值以下的低收入、低排放群体无须承担碳减排义务，在阈值以上的高收入、高排放群体则必须进行碳减排，从而保障低于发展阈值的穷人的发展需求。中国学者樊纲等则指出生产是为了消费，导致大量碳排放和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最终消费而不是生产，从长期、动态的视角考察了各国最终消费导致的碳排放，讨论以消费排放作为公平分配指标的重要性，并以1850年以来的人均累积消费排放作为衡量指标进行碳排放权分配[38]。

以上分配方案考虑到了一国碳排放与其经济发展程度及过多的消费排放有关，随着碳排放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国家的发展权益等相联系，碳排放权分配公平性关注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由于化石能源消耗造成的直接碳排放问题，而是开始关注基本需求的满足和未来的发展需求问题，公平性的体现从单纯的排放公平演化升级为发展公平。
人的发展是一项基本人权，必须得到满足，但这种发展权利受制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人文发展分析框架表明，人文发展具有发展潜力的权利和极限的内涵，在一定的技术经济和制度条件下，人文发展的基本需求是有限的，其权限趋近于一个常数值[39]。从满足基本需求的角度出发，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状态的碳排放，一种是满足基本需求的碳排放，另一种是满足奢侈、浪费性需求的碳排放。在人文发展基本需求碳排放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潘家华提出人均历史碳存量和现实碳流量的碳标方法[40]，随后发展演化为基于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和保护全球气候的碳预算方案。碳预算方案以全球气候安全的允许碳排放为刚性约束，首先按照人均的方式把有限的碳预算总额初始分配到每个地球村民，然后根据碳排放的大致格局和相关的技术参数进行调整，对于历史碳预算赤字和未来碳预算不足的情况，允许进行国际或国内跨期转移支付，并设计出相应的资金机制[41,42]。碳预算方案考虑了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强调碳排放权的分配应保障优先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碳排放，遏制奢侈、浪费性的需求碳排放，并将优先满足基本需求碳排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兼顾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发展权益和发达国家包括富人在内的未来基本需求碳排放，具有公平性、可持续性和效率配置特征，提出后其思路和方法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德国、印度、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响应，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碳预算为研究框架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19]。德国气候变化顾问委员会（WBGU）方案依据碳预算的思路按照人均的思想将2010-2050年的碳排放权进行平均分配，并在2050年人均碳排放达到趋同；意识到历史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水平较高，认为如果将历史碳排放纳入分配体系会造成效率损失，于是对1990-2010年的各国实际碳排放进行预算外考虑，对历史超额碳排放问题以人均碳排放差额补偿的方式解决。印度方案在碳预算的思路下以最小公平份额为碳排放权的最小单位，按照人均原则对1970-2100年的碳排放权进行分配，但对历史时期和未来预算的碳排放权分配进行独立核算，所有国家无论其历史碳排放水平如何都保证按照最小公平份额获得未来相应的碳排放权。

排放公平原则的出发点是直接碳排放问题，发展公平原则关注的是碳排放内含的发展权益。如果没有全球碳排放总量受限这一约束，那么碳排放权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将无从谈起。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相关，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起步早，在早期工业化累积财富的过程中大量碳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使得大气容量资源变得稀缺，限制了目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碳排放空间。从排放公平到发展公平的演化，尊重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相应碳排放规律的事实，以关注碳排放基本需求满足和未来发展需求问题的发展公平原则，具有了更多的公平含义。
4 简评与启示
碳排放权分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行动，目的是为了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地球上每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在相应地采取措施限制碳排放，但是由于对公平分配的认知不同和现阶段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一个全球公认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尚未形成。在碳排放权分配问题上，发达国家最先掌握着话语权和主动权，公平性最初体现出一种反映发达国家意志的国际公平，而后，发展中国家从现实国情出发，立足于历史排放、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提出按照人均分配的思想、重视历史责任的原则和关注基本需求与可持续发展的碳预算倡议，碳排放权分配历经从国际公平到人际公平、从结果公平到过程公平、从排放公平到发展公平的演化。在演化发展中，公平性被更好地体现，但各个国家因为利益所在，目前人际公平得到了大多数的认可，基于历史责任的过程公平和关注基本需求的发展公平得到了部分的认同。本文认为，公平分配碳排放权首先不能混淆概念，即碳排放权分配的主题是碳排放权而不是碳减排责任，虽然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限制碳排放和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但是前者立足于历史、现实和未来，是各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可获得的累积碳排放量，而后者意味着各个国家在某一基准点开始逐年减少碳排放，可能会模糊了不同国家历史上的碳排放差异。对于一段时期内的累积各个国家在起算时点上还存在争议，而起算时点的选择对碳排放权的公平分配会产生很大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得到如下启示：人均累积碳排放、基本需求碳排放和碳预算总量是公平分配碳排放权的必要要素，以此构建碳排放权分配框架如图1所示。在图1中，一国的碳排放权分配由人均累积碳排放指标衡量，当一国的碳排放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的碳排放水平时，开始起算进入累积期；由于各国满足基本需求碳排放的时间不同，所以碳排放权的分配不是要求累积期内各国人均累积碳排放总量趋同，而是要求目标年人均碳排放趋同和在累积期内人均累积碳排放的年均值趋同；最后，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基本需求碳排放的满足将以碳预算约束进行调整。因此，碳排放权分配框架即在碳预算总量的约束下，以基本需求碳排放为基准，满足人均累积碳排放均值趋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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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碳排放权分配框架图
4.1 人均累积碳排放均值趋同
以人均累积碳排放作为公平分配碳排放权的衡量指标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和学者的认同。首先，碳排放来源于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而对地球大气容量资源的使用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论性别、年龄、国籍、种族、能力等如何，任何一个个人都有权利公平地享有保障其自身基本生存和合理发展的碳排放权[43]；而当且仅当人均碳排放相等时，每个人才会享有不无偿承担他人碳排放造成的净外部危害的权利[32]。虽然碳排放权承担的主体是国家，但最终应该落实到每一个人，公平分配碳排放权的出发点是人均因素而不是国家，人际公平才体现了真正的公平含义。其次，碳排放权分配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特征，这是因为碳排放是伴随各国工业化的进程而迅速增加、今天的气候变化是由历史累积效应造成、而当前的碳排放权分配又是为了稳定未来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目标，所以公平分配碳排放权不能割裂开历史责任、现实阶段和未来发展。虽然考虑历史责任原则受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质疑，他们坚持当代人不应该为前代人的过量碳排放负责，但是既然当代人能够继承前代人由于工业化而带来的财富，那么相应地当代人为什么没有义务为前代人的工业化带来的碳排放承担责任[44]？中国科学院丁仲礼等研究发现，如果不考虑历史上碳排放差异，将很可能产生碳排放权分配的严重不公平[45]。近来 Lange等的研究则发现长期内发达国家有可能会接受历史责任原则[46]。因此，公平分配碳排放权不仅仅是未来人均碳排放的均等，更不是某一个时点结果上碳排放流量的均等，而是长期包括历史、现实和未来全过程的人均碳排放存量的均等。对于从历史、现实到未来的时间选择，本文倾向于一个动态的起算时点，由于各国起算时点不同导致累积时段长短不一，衡量公平性的人均累积碳排放指标达到的不是总量趋同而是年均值趋同。
4.2 基本需求碳排放基准
人均累积碳排放是体现分配公平性的很好指标，但是问题随之而来，即时间的选择：未来时点可以各国共同协商确定，但起算时点该如何选择？历史时期碳排放高的发达国家希望把起算时点定得晚一些，而历史时期碳排放低的发展中国家希望把起算时点定得早一些[47]。如果从化石燃料燃烧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原因看，起算时点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如果从气候变化引起人类关注看，起算时点是在1970年代；如果从开始碳排放权分配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时间看，起算时点是1990年左右。由于起算时点不同导致碳排放权分配的结果差别非常之大[35]，所以如何选择各国争议很大。张志强、苏利阳、李开盛等提出一种动态方法[31,48-49]，以不同国家工业化起始年份作为起算时点，提出工业化人均累积碳排放指标趋同，实现从历史、现实到未来碳排放的累积相等，不失为一种公平分配碳排放权的好方法，但这种方法保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难以取得发达国家的认可。借鉴动态起算时点的研究成果，本文选择以人均碳排放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碳排放为基准的动态起算时点方法：当一国的人均碳排放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的碳排放时，自动进入起算时点开始累积；如果当前某些国家的人均碳排放还未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的碳排放，则从当前年份起算开始累积。对应图2，对于Ⅰ类国家，当T1年人均碳排放就能满足本国基本需求的碳排放时，T1年就是起算时点；对于Ⅱ类国家，当T2年人均碳排放能够满足本国基本需求的碳排放时，T2年自动成为起算时点；对于Ⅲ类国家，当前人均碳排放仍然不能满足本国基本需求的碳排放，则当前年份T年是起算时点。基本需求碳排放的基准方法更具公平含义，且保证了各方的权益。首先，较早进入起算时点的发达国家，需要对其历史过量排放负责，但保证其基本需求碳排放的满足，只为基本需求外的奢侈、浪费性碳排放承担责任；其次，累积期内按人均累积碳排放年均值趋同而非总量趋同的分配标准，意味着较早进入起算时点按均值分配的时间长于晚进入起算时点，碳排放权分配显然多于累积前以达不到均值标准排放的晚起算国家，这算是对早起算国家的利益补偿；第三，最不发达国家，当前还未达到满足基本需求的碳排放，若仍以此为起算时点，则按均值分配的时间较短，在满足基本需求碳排放之前的很长时间内以低于均值的水平排放，这是不公平的，故而选择开始关注气候变化、重视碳排放权公平分配的当前年份作为起算时点，最大程度地保证碳排放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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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图
4.3 碳预算总量约束
任何一个碳排放权分配方案，不管其设置得多么合理，多么公平，多么地被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方认同并付之行动，但如果分配的最终结果将导致碳排放超过未来气候安全的临界点，致使全球气候变化变得不可逆，危及地球人类的生存安全，那么这样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公平分配碳排放权面临着人类发展目标和地球可持续性环境目标之间的取舍。人类发展目标的重点是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地球可持续性环境目标的重点是保护全球气候安全，而后者作为一个刚性约束，必须在碳排放权分配中优先考虑[42]。碳预算总量就是在不触发全球气候变暖的灾难性临界点的前提下，大气容量可以承载的人类可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它表示在给定的一个时间段内允许的最大碳排放。碳预算为碳排放设定了上限，约束着每一个人的碳排放行为。由于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是有限的，地球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所以，有限的碳预算总量约束首先要保证的是每一个人基本需求的碳排放。如果各个国家从起算时点到未来目标时点的人均基本需求碳排放累积总量超过了碳预算总量，那么就需要对基本需求的碳排放进行一定幅度内的调整，这样既保证气候安全的碳预算目标，又优先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需要的碳排放。
5 小结及展望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关系经济发展权益的新型权利，其分配的公平性成为各国争论的焦点，因为对公平性的认知不同和各国对自身经济发展的考虑，一个公认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达成仍需时日。在公平分配碳排放权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最先掌握着话语权和主动权，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始，公平分配碳排放权首先体现出一种反映发达国家意志的国家层面的国际公平，而后发展中国家提出一系列如按人均分配、重视历史责任、关注基本需求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观点，公平性历经从国际公平到人际公平、从结果公平到过程公平、从排放公平到发展公平的演化发展。在演化过程中，对于公平分配碳排放权的认识更加明确。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人均累积碳排放、基本需求碳排放和碳预算总量是公平分配的必要要素，一个公平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是建立在碳预算总量约束的前提下，以基本需求碳排放为基准，满足人均累积碳排放均值趋同的条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碳排放权的公平分配成为问题的核心，如果地球上每个人都拥有相同数量的累积碳排放空间，那么碳排放权的公平分配问题将迎刃而解，但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这尚不可行。本文将满足基本需求碳排放的发展公平引入人均累积碳排放起算时点中，建立起一个初步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框架，未来将继续深入该方案的模型及实证研究，在后续研究中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该方案的效率特征，二是基本需求碳排放的测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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